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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素初探
＊

———基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案例分析

韩　泽＊＊

内容提要 美 国 对 华 政 策 是 在 利 益 和 原 则 之 间 进 行 权 衡 的 产

物。基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案例分析，在制定和调

整对华政策时，美国 通 常以现有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的 状 态 作 为 权 衡 利 益

和原则的指标：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相对稳定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

倚重原则，支持民国时期在野群体行使民主权利；当现有中国国内秩

序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利益，支持中国执政当局

维护国内秩序；当 现 有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完 全 失 控 时，美 国 通 常 会 选 择

“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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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何在利益和原则间权衡其对华政策，一直是 国 际 关 系 学 界 争 论 不

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利益和 原 则 在 美 国 对 华

政策中均起作用，美国历届政府大都同时接受它们，并试图将它们一起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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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①只是对何者起主导作用存在分歧。学术界出现了“利益／原则调整说”“利

益主导说”和“原则主导说”三种主要观点。

本文试图从中国内部因素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目的 在 于 厘 清 美 国 对 华 政

策制定和调整的因素。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会随着“自由派”和“保 守 派”

的轮流执政在利益和原则间进行摇摆，总统及其政治幕僚在任内对政 局 也 有

一定影响，并且往往会出现“保守派”的对华政策更重利益，而“自由派”的对华

政策更重原则的普遍现象，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②

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声明一贯包含推行民主和人权原则的内容，但 在 实

际行动中受到安全和物质利益的驱使，表现出的却是在实际利益与理 想 原 则

间的矛盾。③ 例如，美国以独立战争起家，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但在２０世

纪上半叶，美国对民国时期在野群体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总是采取消 极 或 反

对的态度，有时甚至与专制政权结好，支持其镇 压 革 命。又 如，美 国 的 主 流 意

识形态与共产主 义 对 立，但 在 抗 战 后 期，美 国 却 希 望 影 响 国 民 党 进 行 民 主 改

革，促成共产党合法参政，维 护 其 民 主 权 利。自 美 国 宣 布“门 户 开 放”政 策 以

来，中美两国的正面 交 往 已 过 百 年，④尽管中国的政权性质和相对权势及美国

的在华影响力和外交政策传统都有变化，但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一贯 之 处 却

值得关注。历史细节当然不会重演，但一些最基本因素却是长期起作用的。⑤

学术界主要从体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五个视角研究美国对外政策。

本文以《美国对外政策文件》（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ＵＳ）

为基础，以２０世纪上半叶具体的美国对华政策案例为前提，通过归纳，探讨美

国对华政策对利益和原则的考量。

一、研 究 现 状

本文首先对利益和原则做出概念界定。利益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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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利益就是好处。①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提

出的是以权力界 定 的 利 益 概 念。② 阎 学 通 教 授 对 利 益 的 界 定 要 具 体 些，他 认

为，“凡是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 需要的都称为利益”。③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国

家利益？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即便是那些对 美 国 外 交 举

足轻重的人，对此也尚未形成共识。④ 本文将“利益”界定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和

物质利益。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 话 或 行 事 所 依 据

的法则或标准”；二是“总的方面，大体上。”⑤斯 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

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Ｋｒａｓｎｅｒ）认 为，“原 则就是对 事 实（ｆａｃｔ）、因 果 关 系（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和公正（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ｅ）的信念”。⑥ 如果单就美国对外政策而言，杜克大学教授布鲁

斯·詹特森（Ｂｒｕｃｅ　Ｗ．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指出，“原则涉及在全球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思想和信念”。⑦本文认为，这些“价值观、思想和信念”的核心就是美国认定的

原则。

研究者很早就注意美国对外政策如何处理利益和原则间关系的问题。费

正清指出，美国在执行对华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

实主义”间的分歧，两者始终不能协调一致。⑧ 塞缪尔·亨廷顿持类似观点，指

出２０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摆好现实主义和道德 主 义 间 的

关系。⑨ 有美国对外政策史研究 界的学者直言，“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者

和现实主义者从未从理想和自身利益的争论中解脱出来。”瑏瑠也有研究者毫不

讳言地指出这种分析模式的不足，认为仅从利益和原则的层次来讨论 美 国 对

９０１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素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 研 究 所 词 典 编 辑 室 编：《现 代 汉 语 词 典》，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

８００页。
〔美〕汉斯·摩根索：《国 家 间 政 治：权 力 斗 争 与 和 平》，徐 昕 等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

２９—３４页。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页。
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１６０１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Ｋｒａｓｎ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６，Ｎｏ．２，１９８２，ｐ．１８５．
Ｂｒｕｃｅ　Ｗ．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４，ｐ．１６．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 家 特 性 面 临 的 挑 战》，程 克 雄 译，北 京：新 华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６８页。
Ｅｕｇｅｎｅ　Ｒ．Ｗｉｔｔｋｏｐｆ，ｅｔ　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ｌｍｏ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３，ｐ．２６．



外政策，不能反映出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全貌。美国巴德学院（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教授沃尔特·米德（Ｗａｌｔｅｒ　Ｒ．Ｍｅａｄ）指 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 完 全 拘 泥 于 现

实主义或理想主义，而“倾 向 于 讲 求 证 据”。① 按 照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教 授 沃 尔

特·麦克杜格尔（Ｗａｌｔｅｒ　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的说法，“美国没有遇到过矛盾”，现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分法“是错误的。”②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更是直

接否定这一分析模式，她认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旧有二分法“从 未 真 正

应用于美国”。③ 但是，以米德、麦克杜格尔和赖斯为代表的研究者所要强调的

是，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时，不能孤立地剥离利益和原则，即 不 能 在 肯 定 一 项

因素影响的同时，彻底否定另一项因素的作用。

回顾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研究者在讨论美国对外政 策 与 利 益 和 原 则 间 的

关系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利益／原则调整说”，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巧妙

地在利益和原则间进行调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二是“利益主 导 说”，认 为

美国的对外政策奉行在无政府状态下捍卫国家利益的政策，同原则相比，利益

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更重要作用。三是“原则 主 导 说”，认

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由美国独有的普世原则所确立，同利益相比，原则在美国对

外政策中扮演着更主要的角色。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和原则不断地相互

调整、相互交融。王缉思教授认为，在美国的对华 政 策 中，尽 管 理 想 主 义 和 现

实主义的“矛盾交织贯穿始终”，但“相互之间又常常渗透包容。”④周琪研究员

的分析表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不同的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 对 外 政

策的主导思想。⑤ 邢悦教授的观点与此类似，她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同时强调

道义和利益的重要性，简 言之，“就是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⑥ 兹比

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认为，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吸引力构成 了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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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的特色。①

同持第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同，一部分研究者倾向 于 认 为 利 益 在 美 国 对

外政策中实际起更重要的作用。摩根索指出，“意识形态的主张不过是一种虚

假的借口”。② 亨利·基辛格承认利益和原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相伴而生的现

状，但他认为“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③ 世

纪基金会（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研究员戴维·卡拉汉（Ｄａｖｉｄ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讲得更

为明确，他总结道：“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

之一，但是理想主义罕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④正如汉诺威学院（Ｈａｎｏ－

ｖ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教授莫沃尔（Ａ．Ｇｌｅｎｎ　Ｍｏｗｅｒ，Ｊｒ．）所 言，“强调把国家利益作为

对外政策首要考 虑 的 现 实 主 义，长 期 占 据 着 美 国 决 策 者 想 法 的 中 心 位 置”。⑤

美国历史学家斯 蒂 芬·安 布 罗 斯（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Ａｍｂｒｏｓｅ）在 考 察 了 从 富 兰 克

林·罗斯福到小 布 什 的 历 任 美 国 总 统 的 对 外 政 策 后，得 出 一 个 大 致 结 论，即

“现实主义比理想主义更为有效”。⑥ 高程通过对１９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前美国对外政策的案例分析，认为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 实 际 驱

动作用微弱，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是其物质利益诉求。⑦

另一部分研究者不认为利益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起 核 心 作 用，他 们 认 为 原

则或许扮演着更主要的角色。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先天的不和谐》一 书 中 分

析道，“在美国人看来，不仅其外交政策制度的构成和功能要反映自由价值观，而

且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应该实质性地促进外部世界的自由价值观”。他更进一步

指出，政治价值观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限度和参数。⑧ 资中筠也认为，如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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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Ａｍｂｒｏｓ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７０，Ｎｏ．５，１９９１，

ｐ．１２０．
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美国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８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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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长远利益进行分析的话，“美国对华一贯的长远目标是争取广大中国人

民，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好感，以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① 王

立新教授研究了２０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个案，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对

外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

“外交策略、外交手段、外交战略、政策目标以致国家目标上”。②

二、理论假设与变量

历史经验显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原则与利益往往高度一致。③

本文在广泛考察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具体案例（参见表１）的基础上提

出如下假设：如果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相对稳定，美国的对华 政 策 更 倚 重 原 则，

支持民国时期在野群体行使民主权利；如果现有中国国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利益，支持中国执政当局维护国内秩序；如果现有中国

国内秩序完全失控，美国通常选择“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表１　本文集中检视的案例④

时期 事件 时间（年） 执政当局 在野群体

清 辛亥革命 １９１１ 清政府 革命党人

北洋

政府

二次革命 １９１３ 袁世凯 革命党人

护国战争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袁世凯 革命党人

张勋复辟 １９１７ 段祺瑞 张勋

护法运动 １９１７—１９２２ 段祺瑞 孙文

直皖战争 １９２０ 段祺瑞（皖） 曹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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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 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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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意识形态与 美 国 外 交 政 策：以２０世 纪 美 国 对 华 政 策 为 个 案 的 研 究》，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０页。
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第８６页。
有关具体的美国对华政策，因其较为繁杂，本表不再详细列出。参见〔美〕孔华润编：《剑桥美国对外

关系史》，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项立岭：
《中美关系史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Ｇｅｏｒｇｅ　Ｃ．Ｈｅｒ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
ｅｒ：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７７６，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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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ｃｙ （１９４５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续表）

时期 事件 时间（年） 执政当局 在野群体

北洋

政府

第一次

直奉战争
１９２２

第二次

直奉战争
１９２４

吴佩孚（直）
奉、皖、孙文

张作霖（奉）

北伐战争 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

南京

政府

抗日战争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皖南事变 １９４１
国共内战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国民党 共产党

　　图表来源：笔者绘制。

笔者认为，中国国内秩序的状态（分别为相对稳定、严重威胁和完全失控）

是影响美国在利益和原则间权衡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要对“中 国 国 内 秩

序”有清晰的认识，先要对“秩序”的概念做出澄清。“秩序”首先是一个社会学

和政治学的概念，①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对“秩序”的讨论详尽清晰，他

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 价 值 的 社

会生活安排”。② 秩序追求、保障和实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所有社会都努力

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 侵 害。第 二，所 有 社

会都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第三，所有 社 会 都 在 一 定 程

度上保护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③换句

话说，这三项目标对应着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 价 值，即 生 命、诚 信 和 财 产。如

果将布尔的秩序界定推而广之，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国内秩序主要涉及三个层

面：一是能否保证美国在华人员的生命安全，二是能否如实履行中美之间的条

约义务，三是能否保证美国在华人员和企业的财产安全。依据这三项指标，可

以对“中国国内秩序”这一要素做出判断：如果特定的中国国内秩序满足全 部

上述三项指标，这样的秩序对美国而言就是有利的；如果特定的中国国内秩序

不能够满足上述三项指标的任何一个，这样的秩序对美国而言就是不利的。

在对变量进行界定后，本文排除特殊情 况，特 殊 情 况 不 计 入 规 律 性 研 究。

在极端情况下，中国执政当局维护国内秩序的方式会对美国不利，它是以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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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利益为前提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过两次：一是 在 段 祺 瑞 政 府 末

期，其对内对外政策，已经完全服从于日本的侵略需要，使日 本 在 华 攫 取 了 大

量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特权，严重威胁美国的在华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①

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段时期。新中国当时相继提出了一

些外交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其后又发生了驱逐美国在华官员、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提

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等事件。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

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 措 施 均

严重撼动了美国的在华利益。②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做法，这一状况才逐渐发生转

变。如果中国执政当局维护的 国内秩序对美国不利，美国会 从 物 质 和 道 义 上

积极支持在野群体，扶植亲美政权和颠覆对美“不友好”的政府。“扶植”和“颠

覆”是一项政策的两个方面。③ 当中国的在野群体成为新的执政当局后，美国

就会敦促执政当局按照美国示范的民主资本主义方向进行政治和经济领域改

革，同时施压促使其建立对美国有利的中国国内秩序。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方法，选取四个案例，分别是二次革命时期的美国对华

政策、北 伐 战 争 时 期 的 美 国 对 华 政 策、抗 战 后 期 的 美 国 对 华 政 策（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以及国共内战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参见表２）。本文所选案例的时间

跨度是１９１３—１９４９年。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的相关案例，主要有以下三个原

因：第一，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局最动荡的时期，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

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等多次政权轮换。伴随着政府的更迭，中国的国内秩

序呈现出各种 不 同 形 态。而 新 中 国 成 立 后，中 国 的 国 内 秩 序 一 直 相 对 平 稳。

从考察变量的角 度 出 发，中 华 民 国 时 期 的 案 例 更 有 利 于 对 假 设 进 行 检 验；第

二，美国在这一时期面临的原则和利益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就中国方面而言，

这一时期的执政当局往往代表 着保守势力，行事专制、昏庸，不 符 合 美 国 的 原

则，但却往往能够保存美国的利益；在野群体则常常是进步的代表，向往民主、

自由，符合美国的原则，但却不一定能够保存美 国 的 利 益。因 此，如 何 对 待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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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己原则的势力团体，又要维护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

政策的突出问题。而新中国时期的案例则有其特殊性，一是如前文所述，从新

中国成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国内秩序对美国来 说 是 不

利的，美国基本上会采取维护自己利益的做法；二是新中国时期并不存在本文

对于案例考察的共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

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独特制度在推 进 民 主 化 的 同 时，也

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稳定；三是学术界对中华民国时期美国 对 华 政

策的研究成果较多，有关这一时期的解密档案也相对丰富，这为案例探究尤其

是规律性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保证。

表２　本文的个案及其特征

案例 时期 中国国内秩序的状态

二次革命
爆发前 相对稳定

爆发后 严重威胁

北伐战争
胜利前 严重威胁

胜利后 完全失控

抗日战争
１９４５年４、５月前 相对稳定

１９４５年４、５月后 严重威胁

国共内战 １９４８年９月后 完全失控

　　图表来源：笔者绘制。

应当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难以穷尽，①值得关注的变量主要有三

个，分别是美国 权 势 的 变 迁、美 国 的 大 战 略 及 美 国 对 外 政 策 意 识 形 态 的 独 特

内容。

首先是美国权势的变迁，它与美国在华的影响力和 愿 意 介 入 的 程 度 呈 现

出相关性。韩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认为，“美国霸权史无前例”，因为“在全球化的

每个阶段上，都有使美国霸权成为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在发展”。② 在１９世纪

和２０世纪初，美国凭借贸易、资本流动及劳动力迁徙的浪 潮 在 国 际 上 异 军 突

起。到１８９０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已 经 远 远 超 出 英 国，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③ 在２０世纪的头３０年，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已经开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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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并重塑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处在一

个“其他所有大国都依赖美国的时代”，其国际地位首屈一指。② 王立新教授认

为，如果以１９４２年为界，美 国 在这之前实际上并 没 有 奉 行 与 其 权 势 相 称 的 积

极的对外政策。③ 如果参照这一标准，将本文个案研究划为两组，那么，二次革

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案例在这一界线以前，而抗战后期和国共内 战 后 期

的案例在这一 界 线 以 后。并 且 这 两 组 例 子 都 涵 盖 了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的 三 种 形

态，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是比较适当的。

其次是美国的大战略。客观而言，一国的 大 战 略 不 会 因 为 个 别 变 量 的 干

扰而发生颠 覆 性 变 革，美 国 也 是 如 此。得 克 萨 斯 州 农 工 大 学 教 授 克 里 斯 托

弗·莱恩（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认为，美国大战略的目标一直是创造一个“门户

开放”的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他认为，应 以１９４０年 为 界 线，这 一 界 线 以 后 美

国所推行的是一种超地区霸权或全球霸权战略，这也是“门户开放”政策的 延

续。④ 尽管随着美国权势及其国内因素的变化，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推行了各

种具体战略，但就大战略层次而言，这一变量仍是可控的。

最后是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独特 内 容。同 其 他 大 多 数 国 家 相 比，美

国的政治文化一直比较稳定，它既没有承受过社会革命的大震动，也没有遭受

过外国的入侵和占领，其“意识形态有一种执着的倾向”。⑤ 周 琪研究员认为，

美国基本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例外论”，另 一个是古 典 自 由 主 义，

它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衍生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⑥

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常被看作是这些基本意识形态的正反面，美 国 对

外政策具体采取哪项原则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⑦ 学界对孤立主义和国际

主义的分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曾指导美国整个１９世纪甚至２０
世纪初期的对外政策，直至“杜鲁门主义”的产生和北约成立，美国才正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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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义。①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从美西战争或至少从“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开

始，美国就已经开始摆脱孤立主义，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② 本文倾向于后一

种观点。但韩德认为，对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简单划分“无视或者歪曲了美

国与世界持续长久、范围宽广和多样性的联系”。③ 事实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

孤立主义和国 际 主 义 并 不 是 截 然 分 开 的，而 是 往 往 呈 现 出 长 期 并 用 的 态 势。

他认为，大国意识、种族观念和惧怕革命三种核心思想指 导 着２０世 纪 时 期 的

美国对外政策。④ 不管是遵从主流的对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分期，

还是依循韩德的观点，本文所选择的四个案例在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 态 的 独

特内容方面是可控的。

三、案例一：二次革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选取的第一个案例研究二次革命时期的美国 对 华 政 策，该 案 例 重 点

讨论当奉行“共和／民主”的南方革命党人（在野群体）挑战秉持“专制／独裁”的

袁世凯（执政当局）的时候，美国在面临“利益／原则”矛盾的情 况 下，是 如 何 进

行权衡的。

１９１３年７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

爆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即是否会产生一个国民党

内阁；二是北京政府对全国各省拥有多大权力。⑤ 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袁

世凯在两个月内将这场革命成功地镇压下去。美国对待二次革命的态度和政

策的基本脉络大体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汇总了对孙、袁二人 的 观 察，评 估 了 二 次 革 命 的 性 质

及可能结果。起初，美国外交系统内的官员对待 孙、袁 的 态 度 并 不 一 致，一 派

７１１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素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美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８１页。
参见〔美〕亨 利·基 辛 格：《大 外 交》，第１３—３７页；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１０；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第９２—９４页。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中文版序言，第４页。
〔美〕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１３１—１８３页。
〔美〕欧内斯特·Ｐ．扬：《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载〔美〕费正清、费维

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上 册，刘 敬 坤 等 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 版，第２２０
页。



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魏尔德（Ａｍｏｓ　Ｐ．Ｗｉｌｄｅｒ）为代表，持“拥孙容袁”的观点；

随着二次革命的爆发，以美国驻北京代办卫理（Ｅ．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为代表的“拥

袁贬孙”派开始居于上风，“拥孙容袁”派随之销声匿迹。

在二次革命尚未发生时，袁世凯维持的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相 对 稳 固。魏 尔 德

认为，孙中山秉持理想主义，渴望立即改革自己 的 国 家，建 立 忠 诚、公 正、无 私

的政府体制，未来的天下非孙莫属，因此，美国政府需要“拥 孙”。在 致 国 务 卿

布莱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Ｂｒｙａｎ）的电报中，魏尔德对孙中山做出评价是，“孙博士品

格高贵、意志坚强、大公无私、舍己为国”。① 魏尔德对袁世凯的看法相对负面，

他认为，袁世凯虽然能以旧式的统治手段控制国家，但却无力拯救中国。若要

依靠袁世凯 改 革 中 国 政 治，无 异 于 痴 人 说 梦，他 确 信，袁 终 有 一 日 会 背 叛 人

民。② 魏尔德预测，孙可能会在其友人及支持者拥护的情况下，再度拥兵讨袁，

然而，袁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二次革命的结果一定是袁大败于孙。③ 因

此，魏尔德建议孙及其支持者应该暂时接纳袁世凯，并将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列

为第一优先。他呼吁孙中山应该搁置对袁的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运用

合法方式取得领导权，从而参与政府的工作，日后再逐步进行政治改革。魏尔

德相信袁犯了许 多 重 大 错 误，但 他 认 为 袁 的 过 错 并 不 足 以 让 孙 的“二 次 革 命

论”合理化，意图利用战争以实现理想的做法未免失之愚昧了。④

随着二次革命迅猛发展，中国的国内秩序受到威 胁，以 卫 理 为 代 表 的“拥

袁贬孙”派开始居于上风。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卫理在致布莱安的电报中，详细

判断并分析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可能结果：“有意发动战争的那群人只是对袁

政府不满……普通民众对政治没有兴趣，商业群体明确反对有 扰 和 平 的 任 何

动乱……只要商业群体坚持反对内战的态度，任何颠覆现政府 的 企 图 都 不 会

成功。”⑤卫理认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夺权，“根本不是为了高

尚的原则”，这场革命注定要失败，而“袁世凯是目前最有才干的 人，有 能 力 平

息反抗分子”。⑥ 鉴于当时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对华政策并不居于其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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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中心位置，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京使馆，特别是亲袁的驻

华代办卫理所左右，卫理严厉训诫了与其意见相左的下属魏尔德：“北 京 政 府

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她已经获得美国的承认，自当予以尊重。”①自此之后，“拥

孙容袁”的观点开始销声匿迹，“拥袁贬孙”的观点占据上风。此时的魏尔德也

开始明确反对二 次 革 命，他 认 为，虽 然 孙 中 山 等 人 试 图 追 求 一 个 更 美 好 的 中

国，但他们忽视了革命所带来的 破坏性的副作用，更何况，中 国 人 民 厌 恶 中 国

内部再启战端。②

其次，美国政府在对二次革命性质及可能结果的 评 估 基 础 上，做 出 了“严

守不干涉”政策的决定。卫理在７月２６日致国务卿电中讲得很明白：“参加任

何一方军事行动的个人都不能被允许利用租界作为策划袭击的基地……北京

政府似乎可以压制叛乱，这场叛乱没有受到南方商业群体的支持，注定很快瓦

解。它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袁下台，而这应由投票解决。”③“严守不干涉”政策的

方针在两日后被美国国务院批准。④ 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二次革命中宣称

严守中立，但事实上却坚定地站在执政当局一边。在二次革命中，北京政府克

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很大程度上孤立进步党，又获得了外国的援助，使 多 数 省

份的实权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⑤ 美援确实是外国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美国禁止美商向南军出售武器，并且禁止美国领事出面调停南北双方，但

却暗中帮助袁世凯训练军队，以图北京政府迅速击败叛乱分子。⑥

为什么号称与中国是“姊妹共和国”的美国，在二次革命 中 没 有 给 予 捍 卫

共和政体及民主原则的南方革命党人道义或物质上的同情或支持，却 反 而 暗

中极力维系日益透露出独裁倾向的袁政府的统治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美国认为只有 袁 世凯才能维护当 时 的 中 国 国 内 秩 序。美 国 外 交 系

统内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袁世凯才是中华民国的真正缔造者”。⑦ 并且，他们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袁世凯正在缓慢稳步地控制全国。这显示出（局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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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改善……不幸的是，他老得太快，普遍性的忧虑是他可能倒台。令人惊讶

的是，此种不幸一旦发生，竟无人能取而代之”。①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曾

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向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混乱的局

势只能带来中国 国 内 秩 序 的 无 序，“外 国 的 商 业 利 益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将 遭 受 损

害”。袁世凯极力保证，他将忠实履行中国在借款和赔款 方 面 上 的 国 际 义 务，

维护和稳定中国的国内秩序。② 也就是说，不论袁世凯的政治倾向与美国所秉

持的信念有多大差异，只有袁才能够依靠其实力维护现有的中国国内秩序，从

而保护美国在华企业和人员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第二，美国政府怀疑以 孙 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 一 直 与 日 本 政 府 过 从

甚密。正如费正清所言，“革命总有外国赞助者”。③ 二次革命爆发前，孙中山

曾在长崎中国领事馆华侨晚餐会的演说中大力赞颂日本，他说，“革命一起，充

任革命党之干部者为日本留学生；支援中国革命者亦为日本的有志之士”。孙

与美国也保持着明确距离，他认为“门罗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够“左右中

国的命运”。④ 这不得不让美国警惕：孙在反袁的同时，是否意图构建一个亲日

反美的中国国内秩序。美国驻福州领事佛乐（Ｊｏｈｎ　Ｆｏｗｌｅｒ）曾在机密报告中警

告说，“孙与日本的关系很不寻常”“美国政府要有应对不测的心理准备”。⑤ 卫

理也认为，孙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助长了中国南北双方之间的冲突，因为“一个

统一的中华共和 国 不 符 合 日 本 君 主 制 的 利 益”。⑥ 就 连 一 向 对 孙 友 好 的 魏 尔

德，都在致卫理的电报中得出结论，“这位狂人（孙中山）已经完全投入日 本 人

的怀抱了”。⑦

概言之，在二次革命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袁世凯主导的中国国内秩序相

对稳定，以魏尔德为首的“拥孙”派尚且占有主要位置，但强调孙中山要以合法

的方式取得领导权，暴力革命不在此列。但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国内秩序

极有可能走向失序，以卫理为代表的“拥袁”派开始压倒性地占据上风，虽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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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表面上执行着“严守不干涉”的政策方针，但事实上，美国政府支持以袁世

凯为首的 执 政 当 局 镇 压 二 次 革 命，维 护 国 内 秩 序，从 而 更 好 地 履 行 其 国 际

义务。

四、案例二：北伐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关于北伐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重点讨论美国在面临“利益／原则”矛

盾情况下的两种 抉 择：一 是 美 国 应 继 续 承 认 北 京 政 府，还 是 改 为 承 认 国 民 政

府；二是美国是否需要对国民革命进行公开武装干涉。

对于承认问题，美国先是继续承认北京政府，后改为“等待尘埃落定”的模

糊政策。美国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的 战 斗 情 况：国 民 革

命军首先击溃了吴佩孚的部队，接着又将孙传芳的势力逐出长江流域，军事行

动不断取得胜利，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内阁频繁更替，丧失了 对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区的统治权，失去了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其所维护的中国国内秩序正

走向完全失控。

针对应该继续承认北京政府还是改为承认国民政 府 的 问 题，美 国 国 务 院

内部出现两种不同声音：以驻华公使马慕瑞（Ｊｏｈｎ　Ｖａｎ　Ａｎｔｗｅｒｐ　ＭａｃＭｕｒｒａｙ）

和参赞梅耶（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为代表的政策人士认为，美国应对国民政府采

取更现实和灵活的双向政策：第一，美国在维护条约的神圣性方面要采取强硬

立场；第二，美国要取消对现北京政府的承认。① 但是，以国务卿凯洛格（Ｆｒａｎｋ

Ｂ．Ｋｅｌｌｏｇｇ）为代 表 的 政 策 人 士 认 为，美 国 应 当 继 续 坚 持 承 认 北 京 政 府。在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４日凯 洛 格 致 马 慕 瑞 的 电 报 中，国 务 卿 即 明 确 表 达 了 这 样 的 观

点：“虽 然 我 意 识 到 北 京 政 府 的 软 弱 并 且 完 全 同 意 你 关 于 它 无 效 的 观 点，但

是……我不相信美国带头放弃关税法权会议并公开说中国不存在代表它的政

府是明智的。尽管我们都认为一个有效履行条约义务的强大中央政府前景渺

茫，但我似乎觉得，我们不能带头（取消对北京政府的承认）。”②

但随着国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在华的各主要列强都急于在中国树立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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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形象”，英国、日本都先后改变其对华政策，开始在事实上向南方国民政府

进行倾斜。美国随之改变它坚持承认北京政府的姿态，凯洛格在１９２７年１月

２７日的对华政策声明中说：“美国一向希望中国的完整、独立和繁荣……自《华

盛顿条约》谈判后，美国曾经并且现在仍准备同中国的任何政府或可以代表中

国或代中国发言的代表谈到……唯一的问题是和谁去谈判……”①凯洛格的声

明表明，美国不再认为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或 者 说，美 国 已

经间接承认国民政府，因为国民政府符合“中国的任何政府”这 一 要 件。概 括

地说，在面对承认问题时，美国所采取的是一种“等待尘埃落定”的 模 糊 政 策：

一方面，它继续保持同摇摇欲坠的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试图维护自己的条约

权利；另一方面，又事实上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准备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同可

以代表中国的政权进行协商。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七·一五政变”后，宁 汉 合 流；１９２８年４月，二 次 北 伐 开 始，奉 系 北 京 政 府 溃

败；同年１２月１８日，张学良电告全国，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国民党各派新军

阀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内形势尘埃落定。② 美国也在这一时间前后开

始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５日，国民政府全权代表、财政部

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全权代表、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

税关系之条约》，美 国 才 正 式 给 予 国 民 政 府 外 交 上 的 承 认。条 约 的 内 容 很 简

单：一是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二是两国对于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

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③ 从实际来看，美国并未真正放弃关税方面的

条约特权，该约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前附有一项条件，即在中国未与其他国家

达成同样协议之前，美国亦可均沾现有关税利益，保持旧有条约特权。④ 所以，

与其说南京国民政府颠覆了北京政府维持的国内秩序，不如说是继承 和 部 分

更正了北京政府维持的中国国内秩序。

对于是否公开干涉国民革命的问题，美国的政策仍是“等 待 尘 埃 落 定”的

延续，即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避免大规模介入中国内战。１９２６年末，国民

革命军开始向列强在华利益的核心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行进。西方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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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担心国民革命军可能以武力方式强行收回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吁请各国派兵保护，以防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发生“骚乱”。① 英、日表示赞同，英

国甚至从其本土、印 度 和 香 港 派 遣 三 个 旅 的 士 兵 开 赴 上 海，并 邀 美 国 共 同 出

兵。② 由于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 情绪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

介入世界大战是为少数特权者的自私目的效劳，③美国政府拒绝同列强采取联

合行动的建议。凯洛格在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１日致马慕瑞的电报中说：“你必须清

楚美国人的看法，除非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我国国民非常强

烈反对政府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这里无人支持政府为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现状

和完整的任何军事行动。”④但是，之后发生的 “南京事件”⑤破坏了美国人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美国随之炮轰南京。如何处理“南京事件”的后续问题，包括英

国和日本在内的列强都主张，要对中国采取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并实施制裁，拟

对“南京事件”做出强烈反应。然而，美国再一次拒绝同英、日列强实行一致政

策，主张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４月２日，凯洛格在致马慕瑞的电报

中申明：“如果使用制裁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对何种制裁保留意见。”⑥美国此举

也是意在扶植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稳健派”。

“五卅”运动后，美国意识到“炮舰外交”已经不适用于中国，美国只能以外

交手段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华盛顿会议后，美国执行对华政策有一条主线，

即以自由思想的推进来确保美国的前途与未来利益。⑦ 从结果来看，美国鼓励

和支持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稳健派”确实起到效果，它利用“宁案交涉”分化了

中国革命阵营，诱迫蒋介石清除了革命军内部的“激进派”，肃清了苏联和共产

主义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作用和影响。“稳健派”当权后，国民政 府 的 外 交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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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从激进的“革命外交”转向温 和 的“务 实 外 交”，这 符 合 美 国 引 导 中 国 走 自 由

主义道路的目标。

概言之，本案例所涉及的承认问题和是否公开武装 干 涉 国 民 革 命 问 题 都

发生在北伐战争的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以前，北京政府维护 的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仍然相对稳定，因 此，美 国 继 续 维 持 承 认 北 京 政 府 的 政 策。但 在 这 一 时 期 以

后，北京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政府，换言之，其所维 护 的 国 内 秩 序 已

经失控。在这一时期内，美国政府一直执行着一种“等待尘埃落定”的 对 华 政

策，直至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美国才开始与之谈判。

五、案例三：抗战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关于抗战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值得关注。

１９４３年底，美国至少有两种对华政策在互相雄长：一派以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

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Ｊｏｓｅｐｈ　Ｗ．Ｓｔｉｌｗｅｌｌ）等 人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实行消极

抗战政策，国民党 内 部 严 重 腐 败，中 国 内 部 要 实 行 根 本 的 政 治 和 军 事 改 革。①

他们对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怀有同情和好感，主张与中共建立和发展联系；②

另一派则以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陈纳德（Ｃｌａｉｒｅ　Ｌ．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等人为代表，主

张对蒋介石的支持仍然是其对华政策的象征和实质，蒋的胜利是保证 中 国 在

将来成为大国不可缺少的要件。③

以１９４５年４、５月为界，美国实行了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④ 此前，美国的

对华政策主要表 现 为：第 一，力 图 维 持 蒋 介 石 和 国 民 党 政 府 在 中 国 的 领 导 地

位，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必 要的政治革新，坚持积极抗 战，反 对 其 有 可 能

引起大规模内战的反共分裂政策；⑤第二，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国共之间

求得实际的平衡，防止中国出现一个“亲俄反美”的共产党政府；⑥第三，着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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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立联系，“获取 有 关 共 产党军队的重要情报”，“打破共产党地区的 孤 立

状况”。①

美军在１９４４年秋 以 前 曾 有 在 华 东 登 陆 的 计 划，需 要 得 到 当 地 中 国 军 队

（大部分是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部 队）的 配 合，美 国 政 府 需 要 与 中 共 建 立 联 系。② ６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　Ａ．Ｗａｌｌａｃｅ）访华，蒋介石同意美军派一个军事

观察组前往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地区了解情况。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和８月７日，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分两批抵达延安，美国政府

和军队的代表第一次深入中共领导地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准官方联 系 正 式

建立。③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阐述中

共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就扩大双方合作与美方人员进 行 深 入

探讨。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叶剑英等分别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④ 迪克

西使团的成员谢伟思（Ｊｏｈｎ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为了美

国的战后目标和长远利益，美国应在继续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 要“支

持共产党军队”并“给予共产党援助”，要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其倒向苏联，

要迫使蒋介石让步放权，承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⑤ １９４５年３月，远东

司司长庄莱德（Ｅｖｅｒｅｔｔ　Ｄｒｕｍｒｉｇｈｔ）在 一 份 意 见 书 中 也 提 及，要 有 条 件 地 支 援

蒋，同时要保持灵活性，考虑与共产党及其他部队的合作。⑥

１９４５年４、５月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天平压倒性地倒向“扶蒋”一边。造

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要防止在日军投降后，中共在国民党

的权力真空地区乘虚而入，从而使得“整个中国被共产党人拿去”；⑦二是美方

认为已经取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保证，斯大林曾对杜鲁门总统的特 别 助 理

霍普金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Ｇ．Ｈｏｐｋｉｎｓ）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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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相信中共有能力实现中国统一。① 美国认为，只有通过“全面加强国民

党的军队战斗力”才能压制中共。② 因此，美国相继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延

长《租借法》以装备和扩建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并延长了“中美合作所”，协助

国民党监视和屠杀革命党人。庄莱德曾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的一份备忘录

中，详细地阐述了“扶蒋”的政策，庄认为，中共极有可能控制华北和东北，一旦

如此，美国构想的“统一、强大”的中国愿景将不复存在。因此，美国首先要考

虑的是自己的安全利益，至于中国的民主问题、国共的有效性问题，以及“自相

残杀”问题都是次要的。美国不仅要继续支持国民政府，而且要全心全意地帮

助国民政府从中共手中夺取“失地”。庄认为，如果美国一旦从中国撤出，那

么，一个分裂的中国或是一个不友好的中国将对美国产生安全威胁。③

总体来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间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中国国内秩序尚且稳固时，美国考虑过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

支持中共的合理民主诉求，并不断施压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面对中国

的现实，美国事实上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置身事外；二是援蒋灭共；三是调处国

共关系，避免内战发生。起初，美国政府采取的是第三条战略，它不仅没有支

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计划，反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及实现民主改

革的要求，希望国民党结束“一党政府”的局面，以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

主的改革”。也就是说，美国支持中共的一些合理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要

求，从而将美国调处政策部分地置于美国利益和中共要求相一致的交叉重合

点上，进而为调处的实施铺平道路。④

第二，美国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主进步，这符合美国一

贯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支柱之一，⑤《九国公约》第

一款详细地界定了美国这一政策的两大目标：“第一，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

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第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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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巩固之政府。”①因此，在面对国共紧张的关系及可能发生的内战时，美

国的基本政策就是促使国共双方采取和解的态度和措施，在和平的框架下，实

现中国的政治统一。美国的理想与自身利益融合为一体，它 主 要 通 过 外 交 手

段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解决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美国国内一个颇为广泛的

共识是：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② 美国为扭转国民党在军事上即将

崩溃的颓势，极力劝阻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共同对日作

战时，希望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并最终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起

来，建立联合政府。③

第三，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愈发不稳固，美国的“扶蒋”立场愈加明显。美

国的这一立场包含着两个容易忽视的内在逻辑：首先，美国并非无条 件 地“扶

蒋”，而是敦促其进行民主改革。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就已经向蒋介石提出组

织国共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国民党政府应该实行民主改革，并在政治问题

上对中共进行必要的让步。④ 这是因为一个不统一、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不

符合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也与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氛围格 格

不入，但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做斗

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⑤ 其次，美国并非“逢共必压”。１９４４年，赫尔利（Ｐａｔ－

ｒｉｃｋ　Ｊ．Ｈｕｒｌｅｙ）对延安的访问事实上代表着美国对中共的有限承认，已经代表

美国认为中共是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有赖 于 国 共

合作。但是，在抗战后期，美 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 景 变 得 愈 发 重 要，冷 战 及 随

之而来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阻止了美国向中共的任何实质性倾斜，⑥并且，

建立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亲美的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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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四：国共内战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关于内战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本文着重讨论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

１９４８年９月，以解放 军 开 始 攻 打 济 南 和 锦 州 为 标 志，美 国 政 府 开 始 意 识

到，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真正垮台已经开始”。① 因为这些地区一旦“失陷”，

平津一带的安全就会立即遭受威胁，中共获胜几率也将大幅提高。

９月７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小组”（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会同远东事

务司、国务院研究委员及数位中国问题专家，完成了一份题为《回顾 并 制 定 美

国对华政策》（编号ＰＰＳ／３９）的报告。在其基本论 点 未 变 的 情 况 下，该 报 告 后

又经过一些细微的修订，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３日正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

件，并以编号 ＮＳＣ　３４／１和ＮＳＣ３４／２存档。其结论一直主导着内战后期的美

国对华政策。

ＰＳＳ／３９报告首先分析 了 苏 联 对 华 政 策 的 目 标 和 战 略，接 着，详 细 阐 述 了

美国在华的作用。报告认为，美国在华的兴趣出发点主要由“贸易”和“理想主

义”所促进，所谓的“理想主义”，即“传播福音、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并 表 达 对

中国长期所受压迫的同情”。② 该报告预测了短期和长期内的中国局势，虽然

美国政府认为“当前局势错综复杂，当前的国民政府消失后的情势 难 以 确 定，

任何绝对的行动计划都是徒劳”，但它简要提出三项“极其灵活、初步”的 未 来

对华政策：一是“继 续 承 认 当 前的国民政府”；二是“在国民政府如我们预 期 的

那样消失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问题”；三是“尽一切可能，阻 止 中 国 成 为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附庸”。③ ＮＳＣ３４／１文件进一步将ＰＳＳ／３９中提及的“灵活、

初步”原则细致化，美国政府认为，需要“制定相应计划，做好适时准备，以便在

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对任何行 动 路 线 或 任 何 派

别的无法改变的承诺。”④这是“等待尘埃落定”政策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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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份报告和文件并未讨论有关中 共 与 非 中 共 势 力 组 成

联合政府的问题。早在１９４８年３月上旬，国务卿马歇尔就与总统杜鲁门公开

宣称，他们并不赞同中国成立联合政府。① 美方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政策转弯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方认为，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已不 可 行；二 是 美 国 目

睹了捷克共产党从联合政府中攫取政权的事实，竭力避免中国重蹈捷 克 的 覆

辙。② 所以，在国民政府维持的国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仍

然是“扶蒋”，延续有限援助的政策，但已经不能全力以赴了。有一组数据能够

很好地说明美国此时的“力不从心”，１９４８年通过的《援华法案》中 规 定 了１．５

亿美元的军援及２．７５亿 美 元 的 经 援，但 到１１月 下 旬 时，分 别 仅 有０．３亿 和

１．５亿送抵中国。③

１９４９年年初，美国政府基本认定：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成立以共产

党为主的政权，只是时间问题了。④ ２月，也就是艾奇逊出任国务卿不久，他便

提出了一直延续到朝鲜 战 争 爆 发 前 的“等 待 尘 埃 落 定”的 对 华 政 策。具 体 而

言，就是美国既不能对中共全然友好，也不能资助颠覆中共 的 任 何 活 动，而 是

要静待中国自己发展出“铁托主义”，同 时避免任何助长中共势 力 的 行 为。一

旦在将来有任何可能，美 国 才 可 以 用 关 税 及 贸 易 总 协 定（ＧＡＴＴ）、对 日 政 策、

对台政策、承认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侨汇问题 及 借 贷 问 题 对 付 中 国。与 此

同时，美国要密切关注中国内部多元的革命组织，但在任何“潜在革命团体”证

明其价值前，美国都不应给予其明确支持。⑤

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美国

政府开始认真思考何时以及以何种条件对新中国进行承认。自５月至８月期

间，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燕京大学校友黄华曾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有过数次会谈。在５月１３日的首次会谈中，黄华很快将话题引向承

认问题。司徒雷登认为，是共产党现在自己不承认美国，所以外国只能继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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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现存的国民政府。① 他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两项条件：一是“在内乱和

战争造成局势的混乱期间”，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二是需要有关 缔 约 的 公

认的“国际惯例”。所谓“国际惯例”，即“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 支 持，并 有 能

力和意愿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才可以得到承认”。② 次日，艾奇逊向司徒雷登

发出指示，明确了美国承认新政府所需具备的“三项要件”：第 一，要 事 实 上 控

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关，包括维持公共秩序；第二，有能力并 愿 意 履 行 国 际 义

务；第三，政权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③ 这三项要件成为后来美国讨论承认新

中国问题的准则。６月６日，黄华与司徒雷登二度会晤，司徒雷登认为，“中共

急于想让外国政 府———特 别 是 美 国 政 府———抛 弃 国 民 政 府”，在 此 次 谈 话 中，

司徒雷登重点指出，中共并不符合“三项要件”中的第一和第三个要件：“共 产

党政权目前不过是一个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地占领着日益扩大的地区的

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 当 大 一部分地区名义上处于国民 政 府 管 辖 之 下。而

且直到目前共产党还没有全国范围的行政机构，好让其他国家与之联系。”④事

实上，双方争执的真正焦点在于第二个要件。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

中央就确立“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

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 的 外 交

关系”，⑤对于过去国民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新中国政府

将重新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⑥ 美国

政府试图用美式价值观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美国决策人 要 求 新

中国首先以西方的既定标准“履行国际义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的 政

策重点是尽快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双方在政策考虑中的出发点和主次顺

序是完全不同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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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此时的美国仍 然 实 行 着“等 待 尘 埃 落 定”的 对 华

政策。１０月３日，杜鲁门曾表示，美国政府对承认“中 共 政 权”一 事 不 应 操 之

过急。① 美国国务院甚 至 在１０月４日 重 申“国 民 政 府 是 中 国 唯 一 合 法 的 政

府”，虽然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但 已 经 不 再 援 助 它 了。② 美 国 国 务 院 甚 至

曾考虑过双重承认的模式，即在必 要 时 考 虑 承 认 中 共“事 实 上”的 掌 权，而 只

要国民党的 残 余 政 权 存 在，并 占 有 哪 怕 很 小 的 土 地，就 给 予 其“法 律 上”的

承认。③

为进一步探讨承认问题，美国国务院在１０月召集远东问题专家举行了为

期数天的圆桌会议。会上占压倒多数的意见主张承认新中 国，放 弃 支 持 残 余

国民党政权，只是在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看法。④ １１月中旬，美国远东问题专

家提交了一份题为《供总统审查的远东及亚洲政策政策大纲》的研究报告，针

对中国问题，他们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不要向中国境内的任何非共产主义武装

进一步提供军援；二是除特殊战略材料外，同“共产中国”以现金结算的方式进

行贸易；三是保持并发展同中国人民的历史纽带，经由教育、传 教 和 商 业 活 动

的方式与其获得联系；四是要准备最终承认“中共政府”，条件是“一俟中 共 实

质控制中国全部领土，表达履行国际义务的意愿，同时取决于其他重要国家承

认（‘共产中国’）之 后 可 能 产 生 的 情 况”，即 予 承 认。这 事 实 上 仍 然 是 艾 奇 逊

“三项要件”的 延 续，并 无 根 本 的 差 别。也 就 是 说，圆 桌 会 议 直 到 讨 论 结 束 以

后，美国依然没有形成一项新的对华政策。⑤

总的说来，在内战后期，国民政府维护的 国 内 秩 序 尚 未 完 全 垮 台 时，美 国

对华政策的基轴仍是“扶蒋”，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当共

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国民政府维护的国内秩序完全垮台时，美国的对华态度

转向“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甚至试图在“法律上”的承认和“事实上”的

承认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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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美国政府在二次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后期的对

华政策基本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即在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时，美国通常以

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的状态作为权衡利益和原则的指标。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

相对稳定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原则，支持民国时期在野群体行使民主权

利，例如，二次革命爆发前，美国拥护孙中山运用合法方式取得领导权的权利；

１９４５年４、５月前，美国支持中共的一些合理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要求，并且

施压国民党政 府 实 行 必 要 的 民 主 革 新。当 现 有 中 国 国 内 秩 序 受 到 严 重 威 胁

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利益，支持中国执政当局维护国 内 秩 序，如 二 次 革

命爆发后，美国支持以袁世凯为首的执政当 局 镇 压 革 命，维 护 国 内 秩 序；１９４５

年４、５月后，美国坚定支持国民政府维护国内秩序，以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政

府从中共手中夺取“失地”。当 现有中国国内秩序完全失控时，美 国 通 常 会 选

择“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如在是否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否公开武装干涉国

民革命以及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皆执行了这一政策。

另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美国对外政策与美 国 对 华 政 策 的 关 系 问

题。相较美国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对外政策要复 杂 得 多，它 涉 及 对 不 同 地 区、

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处理。与美国对华政策类似的是，它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在

利益和原则间的拉拽。米德就认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深受四个外交思

想流派的影响，即主张有利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汉密尔顿主义、主张以孤立自

保政策来确保国内民主制度安全的杰斐逊主义、既有孤立主义倾向又 向 往 对

外战争胜利的杰克逊主义，以及主张大力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与 推 行 民

主制度的威尔逊主义。① 至于本文所提的观点是否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美国

对外政策，如果以现实案例来看，似乎存在不少 相 符 状 况。例 如：美 国 对 法 国

大革命的态度（１７８９）、对俄国革命的态度（１９１７）、对智利总统阿连德政权的颠

覆（１９７３）、对韩国“光州事件”的处理（１９８０）、对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态度

（２００１），等等。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远非对华政策所能及，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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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能否进一步扩展到美国对外政策上，仍然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其次，本文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主要研究的是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案例，原因

已在前文说明。但是，这一规律仍然有待其厘清的地方，例如，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美国国会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上，都希望挑战行政部

门，但不希望承担政策施行的责任。① 这一互动模式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体现得

尤其明显，美国行政部门有时可能迫于国会的压力和要求，从而偏离其原本的

对华政策，这在美国对“１９８９春夏政治风波”和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的处理上有所

呈现。因此，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博弈也会深

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甚至使得行政部门的原始政策产生较大偏离。

总之，按照美国政府的观点，美国的对华 政 策 采 取 两 项 相 辅 并 行 的 原 则，

“其一为经商机会之均等，其二为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与政治独立之维持”。②

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时而表现出极强的功利主

义，为某个具体的利益不惜违背先前做出的承诺，时而又为某些“道义原则”不

惜做出很大的牺牲。③ 美国在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时通常以现有中国国内秩

序的状态作为权衡利益和原则的指标，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相对稳定时，美国

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原则，支持民国时期在野群体行使民主权利；当现有中国国

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利益，支持中国执政当局维护

国内秩序；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完全失控时，美国通常会选择“等待尘埃落定”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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